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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想象”外，便无其他的思维活动;“神话”的标签也到处乱用，并且使用的并不是本来意义上
的概念。①

此外，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时，受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将更多的关

注下沉到民间，力图通过阐释与分析民众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还原历史场景，但是忘却了思想

史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即理论的要求，所以文章显得支离破碎，没有理论深度，这是社会史与思想

史的结合没有到位的结果。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更多地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打通不同学科，
实现学科更好的结合; 在引进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时，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的研究实际，将西方的研

究理论和方法“中国化”，从而建立本土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范式，使中国近代思想史
研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两难困境与突围之路

左玉河 ( 河南大学讲座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首席专家)

20 世纪初，随着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等文化论争的展开，中国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起步
并得到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史研究遽然冷却，思想史、文艺史研究取代了文化史研究。改革
开放以后，中国近代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得到迅速恢复。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沿着
传统文化史范式快速推进并取得显著成绩，但因研究视域及方法备受诟病，社会文化史和新文化史

随之勃然兴起。社会文化史与西方引入的新文化史在研究领域及研究理念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均将
研究重点集中于社会与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领域，并重视采用其他各专门学科的新方法，推进
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但同样带来了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的困扰: 传统文化史范式主导下的中国

近代文化史研究，存在着重学科属性而忽视方法属性的局限; 新文化史范式观照下的中国近代文化

史研究，存在重方法属性而否认学科属性的偏向。如何破解两难困境而创建中国特色的近代文化史
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重学科轻方法:传统文化史范式的局限及学术困境

一门独立学科必须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文化史学科必须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方能成为独立学科。改革开放后复兴的中国近代文化史，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事项的产生、发展、变
化及其规律的学问，将研究对象定位为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以外的“文化”，属于狭义文化史。因
此，它是与近代经济史、近代政治史并列的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具有明显的学科属性并长期被作为
中国近代史的分支学科加以建设。
首先，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是按照传统文化史研究范式展开的。传统文化史以历史学的

研究理念为主，坚持历史学的求真宗旨，着力弄清文化发展的基本历程，揭示文化发展与社会变迁的

关系，探求文化发展的规律。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既然将“文化”视为与政治、经济并列的
客观实体，并定位为关于“文化”的历史且视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那么，就要按照历史学的规范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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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研究。故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沿着历史学的实证主义研究理路推进，以发掘和证实历史
事实并追求历史真相为学术目标。其主旨是揭示中国近代史上各种文化事实之间的关系，并探究这
种关系得以展开的各种因素。
其次，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主要采用历史学方法，重视历史考证法及分析方法，关注历

史上文化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探求历史事实基础上揭示事实之间联系和真相，偏重于“描述性
研究”而不重视“解释性研究”。它将“文化”置于社会历史环境和发展脉络中加以审视，进而揭示
文化发展进程及其规律，避免了就文化论文化的“文化决定论”倾向，而是着力从政治社会的角度
来审视文化现象并解释文化发展的进程及其规律，着力从社会经济方面探寻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

素，将社会经济变动作为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因，体现了唯物史观指导下传统文化史研究的优点和

特长。
所以，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属于传统文化史研究范式的范畴，将文化史视为有研究对象、

研究范围的独立学科，采取历史学的实证性方法，关注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现象及文化变迁的历史脉

络，着力于通过考察历史现象，发现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的基本理念及主流路径。传统文化史范式主导下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因有较
大局限而受到诟病。
首先，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将“文化”视作客观实体，以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重视事

实描述而忽视理论分析，可以基本弄清“是什么”问题，但无法深入说明“为什么”问题，因而研究流
于表层化和肤浅化。正因它重视对文化起源及发展过程的梳理和叙述，故忽视“文化”本身的特性，
忽视对文化史自身内在理路及理论方法的建构，缺乏深度的文化意义发掘及文化解释，因而流于表

层的事实描述而短于深度的文化分析。
其次，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偏重于对文化现象进行历时性考察及外部因素的社会分

析，偏重于从外部看文化，从外部描述文化演变历程，而短于从内部解释文化内涵。它对文化本身的
内在义理及其意义关注不够，缺乏对文化本身义理的深切体悟和深度解释。换言之，重视对文化“外
史”的研究而短于文化“内史”解释，重视外在解释而短于内在分析，缺乏必要的文化解释力度，忽视
了文化的独立性和传衍性。这是传统文化史研究范式的短板和局限。在这种传统文化史范式主导
下的近代文化史研究，便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肤浅化、表层化局限。
所以，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因研究方法局限于史学方法，忽视借鉴其他各专门学科

的理论方法，未能自觉地运用文化分析方法，故长期处于对文化现象进行实证性的叙述层面，仅仅

停留于表层的文化现象描述和浅层的表象研究，缺乏研究深度和文化解释力。正因偏重于“描述
性研究”而忽视“解释性研究”，传统文化史范式主导下的近代文化史研究，缺乏阐释中国近代文化
变迁的本土性创新理论，在理论方法上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学术研究体系因而陷入方法论困境

之中。

二、重方法轻学科:新文化史范式的挑战及引发的学科危机

为了克服传统文化史研究范式的局限，中国学界在探索社会文化史研究范式的同时，积极引入

西方新文化史研究范式。新文化史对传统文化史范式所采用的实证主义理念及方法提出质疑，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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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关系及宏大叙事进行反思，主张文化史研究应由实证性研究转向文化解释，由因果分析转向意义

阐释。它注重从文化内部审视文化现象，重视探究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尝试从文化的视角解释文
化的历史，发掘其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因此，新文化史之“新”，是治史视角、观念及方法的革新，是
用新视角、新理念及新方法重新审视文化史研究。
首先，研究视角上，新文化史范式将文化史视为一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不赞同将文化史作

为独立的实体。因任何事物都包含有文化特性，故一切事物都可以进行文化分析，以发现其文化
意义。一切历史中都包含有文化因素，都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加以审视，在审视中发掘并解释其文
化意义。既然一切社会历史现象均可从文化史角度加以阐释，那么一切历史皆可以被看作是文化
史，“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既然一切社会历史现象皆可作为“文本”加以探究，那么文化史研究
范围就得到空前扩大，并开辟出许多过去忽视的新领域，如概念史、图像史、阅读史、观念史、情感
史、性别史、身体史及记忆史等。这样，因视角转换导致文化史研究对象无限扩大，几乎涵盖社会
历史的所有领域。
其次，研究理念上，新文化史范式不满足于传统文化史研究所强调的“求真”理念，更注重“求

解”，着力探求历史表象背后的文化意义。它主张由社会的分析转向文化的解释，强调发掘历史事项
蕴含的文化意义并阐释历史活动背后的文化内涵，注重对历史事项进行解释和说明，而不是描述和

呈现。它旨在发掘意义，必然采用阐释和理解的方法，故说明和解释成为新文化史的突出特点。它
强调和彰显文化象征及其意义、文化主体性和能动性、文化主义和人文主义等，带有鲜明的文化建构
主义色彩。
最后，研究方法上，新文化史强调根据“文化”的特性研究文化史，从文化内在理路进行文化史研

究，从文化内部结构研究文化事项，故格外重视文化人类学的文化分析方法，特别是话语分析和文本

分析，意义、话语、叙述、表象、文本、语境等概念，成为解读文化及文化史的分析工具。故新文化史实
际上是将文化史研究作为一种视角和方法看待。正因为它将文化史作为视角方法而非独立学科，故
注意从历史学之外的其他学科( 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及符号学等) 引入新概念新方法进行文化
分析。
可见，新文化史范式与传统文化史范式的最大区别，不仅仅体现在研究领域的扩大或下移，

而且体现在研究视角、理念和方法的根本转变。强调文化视角和文化分析方法的独特性，用文化
观察一切历史现象，从文化建构角度解释历史现象，发掘历史现象的文化意义并进行文化解释，

是新文化史研究范式的突出特点。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不仅仅是研究领域
和研究空间的扩大，更是研究视角、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的更新，是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变和研究
内容的深化。
新文化史范式翻转了传统文化史范式对文化史的认知，不再将近代文化史视为具有特定研究对

象的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新视角和新方法。新文化史范式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文
化史，都可以进行文化分析，弥补了传统文化史范式主导下的研究方法陈旧及分析深度不足的局限，

对突破传统文化史范式下的方法论困境是有益的。但新文化史倡导“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将研究
领域无限广泛，研究内容无所不包，则根本动摇了文化史作为独立学科的基础。研究领域的无限广
阔，意味着没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实际上就取消了文化史作为学科存在的必要前提，意味着不再将

“文化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也就根本否定了近代文化史的学科属性。由于文化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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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没有确定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那么作为学科意义的文化史就不复存在。如果文化史不再成为
一门独立学科，那就意味着文化史丧失了生存的机会而从学科体系中抹去，也就更谈不上文化史学

科建设问题。这是新文化史引入后所造成的严重的学科困境。
新文化史对传统文化史研究过分强调因果关系、历史的客观性等历史原则进行严厉批评，放

弃了实证主义的学术理念及方法，过分强调解释主体性和主观性因素，过分强调研究者的解释作

用和主观建构作用，过分强调文化分析和文化解释，导致“过度诠释”，带有明显的文化建构主义和
文化阐释主义倾向。它放弃了从社会经济角度解释文化发展的思路，转变了传统文化史将文化变
迁归因于社会结构及经济因素的认识，根本翻转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认定不是社会存在决定了

文化，而是文化形塑了社会的真实。当文化被提升到决定历史变迁的首要因素后，自然会偏向“文
化决定论”，从而使文化史研究存在陷入文化主义的危险。这同样是新文化史引入后所造成的严
重理论偏向。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后复兴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先后采用了传统文化史和新文化史两种

研究范式。两种范式主导下的近代文化史出现了因学科属性及方法论属性差异而导致的两难困境:
一方面，传统文化史视域下的近代文化史研究，坚持文化史的学科属性，但相对忽视了文化史的方法

论属性，导致了研究范围狭窄、研究方法陈旧、研究表层化和肤浅化的学术困境; 另一方面，新文化史
观照下的近代文化史研究，强调文化史的方法论属性而否认文化史的学科属性，不仅存在解释过度

和“文化决定论”偏向，而且因研究范围无限扩大而取消了文化史的学科前提，导致了严重的学科生
存危机。传统文化史范式与新文化史范式在文化史学科属性和方法论属性上的根本分歧，严重困扰
和制约着当前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

三、超越与突破之路:构建新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范式

传统文化史范式将文化史作为研究对象而注重其学科属性，但因忽视理论方法创新而陷入

研究表层化肤浅化的学术困境。新文化史范式在研究视角及方法上有所创新，深化了文化史研
究内容，但因无限扩张研究范围而取消了作为学科前提的文化史研究对象，导致了严重的学科生

存危机。为了破解传统文化史范式和新文化史范式存在的偏向及由此带来的两难困境，进而确
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方向，必须超越这两种研究范式，开辟一条新型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新路径。
实际上，早在中国近代文化史复兴不久，学界已经意识到传统文化史范式的局限并开始加以变

革，提倡并尝试进行社会文化史研究。社会文化史作为新范式兴起后，学界围绕文化史的学科属性
及方法论属性产生较大分歧，形成了两种不同认识: 一是仍将社会文化史研究对象确定为特定的文

化现象，并将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加以建设，承认文化史作为独立学科的存在，所不同的仅仅是扩大

( 下移) 研究领域并更新研究方法; 二是不赞同将文化史仍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是将其视为一种

新视角和新方法，这实际上与随后引入的新文化史理念颇为相似。
新文化史范式引入后因强调文化史的方法论属性而导致文化史研究陷入学科生存危机的困境，

提醒人们必须重新回到强调文化史学科属性的理念上来。笔者主张将传统文化史范式与新文化史
范式加以综合，坚守文化史的学科属性并吸纳新文化史的研究视角及方法，将中国近代文化史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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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确定研究对象及范围并采取新研究视角及方法的独立学科加以建设。
首先，确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坚守文化史的学科属性。文化无所不在，一切历史

皆有文化因素及意义，都可以进行文化解释，这是新文化史倡导“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的根据所
在。但这无疑取消了文化史作为学科的独立性，根本否定了其学科属性，因而是不可取的。正确
的做法是严守文化史研究的学科属性，确定其特定的范围和对象，保持其作为学科的独立性。中
国近代文化史是中国近代史的分支学科，研究对象限定于文化现象及其发展情况，研究范围大体

以传统文化史所确定的对象和范围为限( 可适当扩大和下移) ，但决不能像新文化史那样将一切历

史都划为文化史研究对象。在首先承认和保障文化史的独立学科地位前提下，适当扩大研究范围
并将研究重心下移: 从精英转向民众，从上层转向下层，关注底层民众及其活动，注重过去较少关

注的领域。但这仅仅是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重心下移而已，并非研究范围的漫无边际。作为历
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文化史研究必须优先采用实证方法探寻“真相”，重建历史事实。在文化史
研究的史实层面，必须采用历史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充分重视其“描述性研究”的特性，在史实层面
上弄清文化史的“是什么”问题，发挥其“实证科学”的特性。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是将研
究建基于史料之上，占有丰富而扎实的史料并对其进行细致的解读，进而弄清文化事项的形成、发
展及其规律。没有坚实的史料基础，任何高深的解释都是虚空漂浮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基
本路径，仍然以传统文化史范式为主导，以翔实史料和实证研究为基础，然后借鉴新文化史方法进

行理论阐释。
其次，必须采取新文化史的视角、理念和方法，用文化分析、文化解释探究被限定的文化现象，着

力发掘文化事项的内涵及其意义，充分关注新文化史“解释性研究”的特性，将文化史研究提升到一
门“解释科学”的高度加以重视，在历史学重建史实的基础上，进而对文化事项作深度解释，重点解决
“为什么”和“怎么样”问题。文化史研究必须注重深度解释，是由文化特性及文化史研究的特点决
定的。文化是描述的，更是解释的; 文化的演进是可以描述和叙述的，但其包含的深层意义必须以文
化学的阐释和深度解释才能呈现出来。文化包括有形的文化符号和无形的文化观念。文化符号包
涵着文化观念，文化观念借文化符号得以呈现，文化符号所包涵的文化观念，就是文化意义。文化研
究的本质是以解释文化符号的方式寻求文化现象背后的深层意义。格尔茨指出: “所谓文化就是这
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①文化研究实际上就是发掘和解释象征符号背后的文化意义。
既然文化是人们编织的“意义之网”，那么文化分析就是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既然文化史是“意义
之网”发展的历史，那么文化史研究就是对“意义之网”发展历史进行分析解释的工作。因此，文化
史研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弄清历史文化事项，而是要寻求文化事项的意义。文化史研究的重点，自
然要集中于对社会文化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进行深度解释。而要对历史活动的历史意义和社会现
象的文化意义进行深度解释，就不能采用传统文化史范式下的实证方法，必须借鉴新文化史范式所

强调的理念和方法，借用文化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的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引入文化分析方法、文化阐
释方法和意义解释方法。
再次，文化史研究进行文化解释所采用的方法，不同于实证史学的实证方法，不是历史叙述法而

是文化解释法。格尔茨强调:“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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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科学。”①文化史研究注重的是逻辑推理的解释方法而不是举证式的证明方法，注重演绎方法而不
是归纳方法，注重推理方法而不是举证方法。它主要不是像实证史学的叙述方法那样解决“是什
么”问题，而是通过逻辑推论和文化分析进行深度解释，解决“为什么”和“怎么样”问题。其主旨
不仅仅在于呈现历史事实和描述历史现象，还在于探寻和解释其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因此，以
叙述和探究真理事实为基础，而以解释现象和发现意义为主旨，一方面采用传统文化史的研究对

象和方法重建文化史实; 另一方面则采用新文化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来进一步解释文化史实，将

求真的历史学方法与求解的文化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将历史叙述与历史解释结合起来，将“白描”
与“深解”结合起来，以新文化史的视角和方法探究传统文化史领域的内容，既弄清“是什么”的历
史层面的史实问题，又着力解决“为什么”的文化层面的解释问题，无疑将会强化中国近代文化史
研究的深度。
最后，文化史研究必须辩证地考察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综合地审视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

作用，避免“文化决定论”和“文化建构论”的偏向。新文化史范式片面强调文化形塑社会的“文
化决定论”，这一倾向是错误的。文化及文化解释尽管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但文化毕竟是蕴含意
义的客观实体，绝不能因强调其主观性及其意义，而否定其实体性及其客观性。“文化决定论”
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文化因素毕竟只是历史发展( 包括文化变迁) 的部分原因，而非根本原

因。真正决定文化及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和根本动力，仍然是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社会经济因素。
在承认社会经济因素为历史发展根本原因的前提下，充分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才是科学的历史

认识。
总之，新型近代文化史研究将传统文化史研究与新文化史研究加以综合: 既把文化史作为研究

对象，保持文化史的学科属性; 又将其视为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注重文化分析和意义解释。它既保
留了传统文化史研究注重考证、描述和叙述历史事实的求真特性，又吸纳并扩展新文化史注重历史
阐释、深度解释和意义发掘的求解特性，引入了文化分析和文化解释的新方法。既解决传统文化史
忽视方法探究而导致的研究表层化和肤浅化，又克服了新文化史研究对象的漫无边际而带来的学科

危机及碎片化问题。综合传统文化史与新文化史两种范式，坚守学科属性与方法论属性之统一，成
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基本方向。
综合两种研究范式后的新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近代文化史学

科及学术研究体系，是传统文化史研究范式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是将新文化史范式引入并融合传

统文化史范式而形成的新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体系。经过综合后的新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体
系，具有三个特性。
首先，它是“历史”的和“实证”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属于中国近代史的一门分支学科，是文化的

发展演变史，是历史学视野下的文化发展史，是动态的文化演变史，注重研究文化的历时性变化，着

力探究近代文化之起源、发展、演变及影响等。正因它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故它必定是“实证”
的。它必须首先遵守历史学的规范，采用史学实证方法，将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弄清
文化事项并对其作出描述性叙述，着力解决“是什么”问题，将文化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联系起来
考察，强调社会经济因素对文化的决定作用，探寻并总结近代文化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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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它是“文化”的和“解释”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是与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并存
分立的近代中国的“文化”领域，必须观照文化自身特性及文化史研究的特性，按照文化自身的特性
及发展逻辑从内在理路进行研究。正因文化史研究是“文化”的，故它必然是“解释”的。文化史研
究不能满足于一般历史学层面的叙述和实证，需要对文化事项进行文化解释。文化史研究主要任务
是发掘文化事项的内在意义，而意义是无法仅仅通过叙述就能呈现出来的，必须通过解释方能展现，

故必须采用文化分析方法，从文化内部审视文化发展，以解释的方式发掘其文化意义。文化史研究
成果的呈现方式是叙述性的，但文化史研究的过程必然是解释性的。惟有“解释”的文化史研究才能
深入、深化和深刻。
最后，它是“整体”而非“碎片”的。新文化史范式无限拓展研究领域，导致研究内容细密繁复和

研究对象泛化，加速了文化史研究的碎片化倾向。新文化史开辟的领域越广大，解释越多样，就越难
以形成共识，就越容易出现碎片化。新文化史范式引入后导致的严重碎片化偏向，成为制约目前中
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发展的瓶颈之一。新型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必须强调文化的整体性，妥善处
理宏观与微观、整体与碎片的关系。文化是复杂多样、互相关联的有机整体，只是为了研究方便而加
以分别，故整体性是文化及文化史的特性，文化史研究的目标始终是展现整体性的文化，故文化史研

究必须采取整体性研究方法。从文化整体性出发揭示文化事实及其意义，对文化碎片进行意义分析
和深度解释，是文化史研究的基本特点; 在碎片研究基础上进行整体归纳和宏观概括，是文化史研究

的基本目标。因此，整体性关照下的碎片分析，碎片分析基础上的整体概括，是近代文化史研究既避
免空疏肤浅、又克服碎片化倾向的可行办法。
总之，综合两种范式后的新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是引入了历史学之外各学科新研究方法的

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它既弥补了传统文化史范式重学科属性而忽视方法属性的不足，实现了传统
文化史研究的新飞跃，又纠正了新文化史范式重方法属性而否认学科属性的偏颇，并有效克服了“文
化决定论”和“文化建构论”倾向。它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及学术体
系，是传统文化史研究范式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是将新文化史范式引入并融合传统文化史范式的

新型的近代文化史研究体系。求真基础上的求解，实证基础上的深度解释，是新型中国近代文化史
研究的突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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